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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认同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基础，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往往
更加重要。论文结合陕西省２０２１年底暴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设计了公
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构建的理论模型，并进行网络问卷调研，运用结构方程
模型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包括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感
知政府能力在内的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
公众对政府负面舆情处理的及时性感知和满意度也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
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论文提出应重视日常工作中公众满意度、
政府信任和感知政府能力对于危机管理的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提升公众的主
观感知，当负面舆情发生时，政府应积极回应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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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政策认同一般是指公众对某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它描述了公众
对于公共政策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表明了公众对某项政策的赞同情况，强调个
人对公共政策的主观评价与个体价值观的匹配程度（陈潭，２００６）。政策认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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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遵从和政策执行的基础（张宇，２０２２）。如果一项公共政策的认同程度很
低，那么公众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采取消极的态度和行为，甚至出现一些
违反政策或抗议的行为。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社会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
社会公众的心理状态趋于不安。如果公众对于政府的危机管理政策预期较低，
认为其会给自身生活和利益带来损害，不安的心理状态会更为加剧，从而不利
于危机管理和社会稳定。而同时，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政策往往需要政府和政
策利益相关者多方的协同。因此，对于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公共政策而言，政策
认同往往更为困难，也更加重要。

国内学者对政策认同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日常公共政策。例如，卿志军和
孔德明（２０１３）研究了公众媒介使用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政策认同的关系，
夏志强和田代洪（２０２２）结合“结构－行动者”理论分析了“耿车绿色转型”
过程中的政策认同与政策执行的现实性联结。现有文献鲜有针对公共危机事件
的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模型构建危机情境中的政策认同的研究更为少见。在
危机情境中，社会系统面临严重威胁，政府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关键性决策。
这种紧急状态为构建公众的政策认同带来了挑战，因为政府很难在短期内进行
充分的政策宣讲和政策宣传，使公众了解政策；同时，公众的心理状态处于极
度恐慌和焦虑不安之中，这种不安使得政策认同更难实现。而面对突发的公共
危机事件，政府应对的时效性是第一要求（涂瀛，２０１７）。快速的应对要求整个
社会的融洽沟通和相互配合。因此，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广泛的公众参与和高水
平的政策认同，能够加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提高公众对于政策的遵
从，有利于危机管理和社会治理。基于此，本文将结合我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防控实践，探讨如何从政府层面构建公众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
从而推动危机管理的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政策认同？首先，政策认同体现了公众对公共政策
的态度和认可度。在分析公众态度时，现有文献通常关注公众对政府的工作表
现和能力的评价，以及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这些因素并不针对单一的政策，而
体现了公众对整个政府的认知（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０８；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２０１２）。其次，卿志
军和孔德明（２０１３）认为政策的理解度和知晓度是政策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夏志强和田代洪（２０２２）认为公众对政策信息的掌握程度、政策的合理合法性、
政策收益预期等均是政策认同的影响因素。王国红（２００７）认为公众不认同某
项政策的原因可能是政策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合理性不强，也有可能是公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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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为遵守政策付出代价，公众与政府间信用关系不牢固以及政策超出公众心
理承受能力等原因。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可以发现，政策认同的影响因素主要
包括三个方面，即公众对政策的认知、公众与政府间的关系以及公众的个体
因素。

理性的个体通常会根据政策的设计、实施以及最终效果进行评价，并对他
们所认为能产生更大效益的公共政策做出正面的评价（Ｂａ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然而
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并实施，因此政策宣讲或宣
传的时间非常有限。同时，由于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高昂的代价，紧急条件
下公众从主观和客观角度均很难充分了解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过程。现有文献多
聚焦于日常公共政策的认同，此类文献对于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构建政策认同的
借鉴意义有限，有关如何构建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的研究还存在较大不
足。本文将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开放性民主理论以及期望－失验理论等多个
理论，在文献回顾和理论推导的基础上，构建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的理论
模型，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Ｍｉｚｒａｈｉ等（２０２１）认为，公众在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进行评价时，会
参考和借鉴非危机情境中政府的表现，即，非危机情境中公众和政府的关系会
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重要影响。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和Ｍｉｚｒａｈｉ （２０１４）
曾指出，在开放性民主中，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政府是否切实履行了为公众服务的职责，也就是政府行政人员及其工作方法、
设备等是否足够专业，以提高自身的反应能力。其次，公众是否对政府及其提
供的公共服务感到满意。因为公众满意度是评价政府有效运作的重要结果指标
之一，它是指公众通过比较自己的期望和政府服务的可感知效果，最终形成的
评价。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公众接受到的政府服务以及形成的满意度能否促进
政府信任的提升。政府信任指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它体现了
公众对政府治理的政治态度。Ｋｅｌｌｙ和Ｄａｖｉｄ （２００２）的研究发现，公众满意度
与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价相关。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极高的危机情境中，公
众在评价政府危机管理政策时，可能会受到其对政府平时工作的满意度的影响。
另一个政府工作的重要产出指标是政府信任，它被广泛纳入到评估公共政策和
公共部门绩效的心理模型中（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２０１２；Ｓｏｎｄｅｒｓｋｏｖ，２０１６）。公众对政
府的信任体现在公众相信政府会“做正确的事” （Ｗａｎｇ ＆ Ｗａｎ，２００７）。丁煌
（２００２）提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决定其政策认同的程度。“塔西佗陷阱”
理论认为，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其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公众都
会给予负面评价（唐大鹏、常语萱，２０１８）。因此，公众对公权力的信任直接关
系到其对公共政策的评价。在公共危机事件管理中，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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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信任有关（Ｇｒｉｍｍｅｌｉｋｈｕｉｊｓｅｎ ＆ Ｋｎｉｅｓ，２０１７）。例如，张宇（２０２２）指
出，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防控，证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能够提升
其政策认同，进而有利于其与政府进行合作，并充分支持政府的各项防控政策。
Ｍａｚｒａｈｉ等（２０２１）的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以色列民众对防控
政策有效性的评价与政府信任高度相关。此外，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 （２００７）的研究发
现，政府的工作表现会影响公众满意度，而公众满意度又进一步会影响政府信
任。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公众满意度与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正相关。
Ｈ２：政府信任与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正相关。
Ｈ３：政府信任在公众满意度与政策认同间起中介作用。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也同样重要，公众对政府能力的主观感知就是在

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正如Ｗａｌｌｅ和Ｍｉｇｃｈｅｌｂｒｉｎｋ （２０２２）指出，政府不但要“递
交货物”（Ｄｅｌｉｖｅｒ ｔｈｅ Ｇｏｏｄｓ），还要“尊重程序”（Ｒｅｓｐｅｃ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段德玉
（２０１１）认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政府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在提供公共产品
和服务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能力。程灏等（２０１７）认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
核心是契合公众的需求。本研究认为，政府能力本身是政府内在的一种特质，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通过一定渠道外显了其能力，从而促成公众对政府
工作表现和政府形象的主观评价，形成了公众的感知政府能力。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的能力和表现会影响其工作的产出（即前文所述公众满意度和政府信任）。
一方面，从民主理论来讲，政府在决策时对公众决策参与（投票或其他形式）
的重视，能够提升政策的透明度，让公众相信政府会“做正确的事”，从而提升
公众的政府信任（Ｗａｎｇ ＆ Ｗａｎ，２００７）。另一方面，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强调以
人为本，要求政府在提供服务时从公众需要出发，充分与公众协商和交流（刘
熙瑞，２００２）。因此，如果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能够提升公众的参与水
平，注重满足公众的需求，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会大大提升。同时，公众满意
度也与政府能力息息相关。由于服务型政府强调以“顾客”为导向，公众满意
度体现了“顾客”对于服务的满意度，那么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自然会正向影
响公众满意度。期望－失验理论认为，公众会比较他们感知到的政府表现和预
先的期望，进而形成他们总体满意度的判断，当政府的工作表现达到或超过预
期时，公众就会对政府感到满意，相反，公众则会感到不满（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４）。
李大治和王二平（２００７）发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若能表现得公正，充分考虑
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建议和意见，则不易使得公共政策的结果遭到非议，从而有
利于公众的政策遵从和政策执行。若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参
与感，那么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更有可能会分担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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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责任，也会对危机管理政策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Ｍｉｚｒａｈｉ等（２０２１）认
为，当理性的个体感知到行政人员和政府领导是专业的，并且政府能够有效满
足公众的需求时，那么他们自然会相信在危机事件中政府制定的政策是有效的。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感知政府能力与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正相关。
Ｈ５：公众满意度在感知政府能力与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间起中介

作用。
Ｈ６：政府信任在感知政府能力与政策认同间起中介作用。
除了以上几个关键因素之外，本文还纳入了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发展和公

众评价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网络舆情的传播。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使
得海量信息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其中包括有关政府和公共政策
的正负面舆论。负面舆论对于政府形象的影响不可忽视（陈洪玉，２０１６）。在危
机情境中，公众对于政府的要求更为强烈，负面舆情会迅速发酵，进而强化公
众对政府决策的负面感知，并表现出对政府的抵触（胡象明、谭爽，２０１２）。
ＤｅＶｒｅｅｓｅ （２００４）的研究发现，在欧洲的全民公决运动中，由于新闻媒体对公
投进行了负面报道和评价，公众对政治领导人的评价也因此有所下降。从理性
法则出发，任何利益相关者都会根据政策的走向产生相应的心理预期，从而对
政策产生一定的认同感（桑玉成，２００６）。如果在负面舆情出现的时候，政府能
够及时给予回应和处理，公众自然会相信防控政策的走向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
从而对危机管理政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政府对负面舆情的有效管理，
例如打击谣言、迅速回应、及时调查等，有助于挽回政府形象（袁合静等，
２０１５），从而提升政策认同。在政府公信力不足的情况下，公众会更容易受到负
面舆情的影响（贺子桐等，２０２０），从而对公共政策产生负面评价。当公众感知
到较高的政府工作能力时，他们也能够更加理解和信任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
的各项政策，包括舆情处理政策。因此，感知负面舆情与感知舆情处理也是影
响政策认同的重要因素。感知负面舆情包括公众对负面舆情严重性的评价，以
及公众对负面舆情的主观认同感；感知舆情处理是指在负面舆情发生后，公众
对政府的舆情处理工作的主观评价。根据以上情境，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７：感知负面舆情与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负相关。
Ｈ８：感知舆情处理与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正相关。
Ｈ９：感知负面舆情在政府信任与政策认同间起中介作用。
Ｈ１０：感知舆情处理在感知政府能力与政策认同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文提出了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构建的模型（如图１所示），在

此模型中，本文关注的是政府层面的因素对于政策认同构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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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本文的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陕西省收集的网络问卷调

查数据。２０２１年年底，陕西省暴发了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９
日发现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至２０２２年２月５日最后７例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陕西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２０８０例。在本次疫情中，有关陕西省及西安市政
府疫情防控的负面舆情频频发生。

为了收集本轮疫情期间陕西省居民对于政府疫情防控的态度及评价，课题
组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６日开展了网络问卷调查。网络问卷发放主要通过以下两种
途径实现。其一，由课题组内家庭住址为陕西省的师生，将电子问卷填写链接
转发给其居住于陕西省的亲朋好友，再由亲朋好友进一步转发扩散。其二，将
电子问卷填写链接转发给与课题组其他项目合作过的陕西省本地居民，再由其
进一步转发扩散。

为保证调查质量，课题组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第一，课题组于正式调查
前一周开展了预调查，并根据预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对调查问卷和调查方式及时
进行了完善；第二，为提高受访者的回应率，课题组为每位受访者发放了一个
５ ～ １０元的随机红包；第三，为避免同一受访者重复填写，课题组限制同一个账
号、同一个ＩＰ地址或同一台设备只能填写一次；第四，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根据预调查结果，课题组限制填写时间大于等于５分钟才能提交；第五，为了
筛选出无效的问卷，课题组在问卷中加入了两道简单题项，若此两道题有任意
一题答错，则视为无效问卷。

在调查问卷中，本文还申请获得了受访者的地理位置或当前居住地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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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收集到１２００份问卷，均来自于陕西省。在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１１５４
份，占回收问卷的比例为９６ １７％，其中，８７４个样本来自于西安市。样本的基
本统计信息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出，样本的性别分布较均衡，３５岁以下年轻人
和高学历人群占比较高。

表１　 样本的基本统计信息（Ｎ ＝ １１５４）
变量 变量取值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５３７ ４６ ５３

女 ６１７ ５３ ４７

年龄

２５岁及以下 ２７７ ２４ ００

２６ － ３５岁 ５３２ ４６ １０

３６ － ４５岁 １９９ １７ ２４

４６岁及以上 １４６ １２ ６５

学历

小学及以下 １６ １ ３９

初中／高中／中专 １９５ １６ ９０

大专／本科 ６７０ ５８ ０６

研究生及以上 ２７３ ２３ ６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变量测量
本文的主要变量及测量方式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主要变量及测量
变量 测量条目

我觉得本地政府对本次疫情的防控是有效的
政策认同 我觉得本地政府对本次疫情的防控是高效的

我觉得本地政府对本次疫情的防控是令人满意的
公众满意度 在过去一年中，受访者对本地政府提供的服务的满意程度
政府信任 我认为本地政府在平时工作中值得信任
我认为本地政府在平时工作中注重公众的决策参与

我认为本地政府在平时工作中对公众的批评和建议持开放与包容态度
我认为本地政府在平时工作中能对公众的需求快速做出反应

感知政府能力 我认为本地政府在平时工作中专业和公正
我认为本地政府部门的公众形象是正面的

我认为本地政府工作人员在平时工作中表现专业并且熟练
我认为本地政府的领导层专业并且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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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测量条目

感知负面舆情 这次疫情中我看到了很多关于本地政府疫情防控的负面舆论
我认为这些负面舆论可信度很高

感知舆情处理 我认为本地政府对这些负面舆论的回应是及时的

我对于本地政府对负面舆论的回应和后续处理感到满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政策认同反映了公众对公共政策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李松柏和苏冰涛
（２０１２）利用“生态贫民”对生态改革政策成效的认可度来衡量政策认同；程
晨和李正明（２０１７）采用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市“异地高考政策”合理
性的评价来衡量其对政策的认同度。本文考虑到若直接询问受访者的政策认同
水平如何，可能会因为受访者对“政策认同”概念的认识模糊不清而产生测量
误差，因此，本文从政策的有效性、高效性和满意度三个维度收集公众对疫情
防控政策的评价，作为反映其政策认同的指标。公众满意度反映了公众结合自
身经历，对政府提供服务的满意度进行的判断。本文使用单一维度的量表来测
量陕西省居民的公众满意度。对于政府信任，本文主要关注公众的地方政府信
任对于其疫情防控政策认同的影响。

借鉴以往学者对政府能力的定义以及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本文主要从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主观评价来衡量感知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是否重视公众的决
策参与并满足其需求以及政府提供服务的专业性等方面。

表２中的所有变量，除了公众满意度使用１ － １０分的量表（１分表示“非常
不满意”，１０分表示“非常满意”）进行打分之外，其他条目均结合李克特五分
量表设计选项，五个选项分别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
同意”和“非常同意”，并依次赋值为“１”“２”“３”“４”“５”。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ＳＰＳＳ ２５ ０和Ａｍｏｓ ２６ ０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结

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构建的研究模型进行分析，检验研究假设。结构方程模型中
纳入了年龄、性别和学历等控制变量。最后，运用自举检验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对中介效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四）因子分析
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ＦＡ）和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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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ＦＡ）。根据统计学要求，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
好使用不同的样本，故本文将１１５４个样本随机分为两组，并分别命名为数据Ａ
和数据Ｂ，各自包含５７７个样本，数据Ａ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数据Ｂ用于验
证性因子分析。

先使用数据Ａ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感知政府能力、感知负面舆情和感
知舆情处理三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结果展示在表３中。由于感知负
面舆情和感知舆情处理两个变量的测量条目分别只有两个，根据Ｅｉｓｉｎｇａ等
（２０１３）的建议，本文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Ｂｒｏｗｎ系数结合的方法检验
其内部一致性。从表３的结果来看，感知政府能力的ＫＭＯ检验值大于０ ７０，感
知负面舆情和感知舆情处理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Ｂｒｏｗｎ系数均高于０ ７０
的建议标准，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均通过０ ０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较高，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３　 内部一致性检验
变量 ＫＭＯ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Ｓｉｇ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Ｂｒｏｗｎ

感知政府能力 ０ ９４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９７３ －

感知负面舆情 － ＜ ０ ００１ ０ ７７０ ０ ７７０

感知舆情处理 － ＜ ０ ００１ ０ ８９０ ０ ８９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再使用数据Ｂ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４展示了各公因子的因子载荷、组
合信度（Ｃ Ｒ ）以及平均方差萃取（ＡＶＥ）。结果显示，所有的因子载荷均大
于０ ７０，说明提取的公因子能够较好地反映原始变量的信息；组合信度Ｃ Ｒ
均大于０ ８０，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ＡＶＥ均大于０ ５０的建议值，表明潜
变量的收敛效度较好。

表４　 组合信度和收敛效度检验
变量 分析项 因子载荷 Ｃ Ｒ ＡＶＥ

重视公众决策参与 ０ ９０ ０ ９８ ０ ８５

对建议开放包容 ０ ９１ － －

快速反映公众需求 ０ ９３ － －

感知政府能力 政府工作专业公正 ０ ９５ － －

政府形象正面 ０ ９２ － －

行政人员专业熟练 ０ ９２ － －

政府领导专业负责 ０ ９２ － －

感知负面舆情 看到很多负面舆论 ０ ８４ ０ ８０ ０ ６６

负面舆论可信度高



０ ７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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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分析项 因子载荷 Ｃ Ｒ ＡＶＥ

感知舆情处理 政府回应及时 ０ ８９ ０ ９２ ０ ９５

处理令人满意 ０ ９５ －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研究结果

（一）皮尔森相关性检验
使用ＳＰＳＳ２５ ０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皮尔森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展示在表５

中。从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与假设一致。公众满意度、
政府信任、感知政府能力和感知舆情处理都与政策认同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
关系。感知负面舆情与政策认同之间呈现较弱的负相关关系（ｒ ＝ － ０ １８７，Ｐ ＜
０ ００１）。此外，本文还发现公众满意度和政府信任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ｒ ＝ ０ ７２３，Ｐ ＜ ０ ００１），感知政府能力和政府信任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ｒ ＝ ０ ８７９，Ｐ ＜ ０ ００１），感知政府能力和公众满意度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
系（ｒ ＝ ０ ７６７，Ｐ ＜ ０ ００１），感知政府能力与感知舆情处理之间呈现较强的正
相关关系（ｒ ＝ ０ ８０３，Ｐ ＜ ０ ００１）。这些结果与本文的预期相同。

表５　 主要变量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年龄（岁） １

２性别（０ ＝女性） ０ ０４７ １

３学历（０ ～ ３） － ０ ２７２ ０ ０１２ １

４政策认同 ０ ０８７ － ０ ０６９ － ０ ３２７ １

５公众满意度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７７ － ０ ２５６ ０ ６９９ １

６政府信任 ０ ０７６ － ０ ０６６ － ０ ２９９ ０ ８５２ ０ ７２３ １

７感知政府能力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９０ － ０ ３４３ ０ ８４８ ０ ７６７ ０ ８７９ １

８感知负面舆情 － ０ １０９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７ － ０ １８７ － ０ １８６ － ０ １８８ － ０ １７５ １

９感知舆情处理 ０ ０８８ － ０ ０６７ － ０ ３２２ ０ ７３２ ０ ６６４ ０ ７２９ ０ ８０３ － ０ １２２ １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０１、０ ０１和０ 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运用Ａｍｏｓ２６ ０软件分析收集的数据，对图１中的研究模型进行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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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结构方程模型的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０，ＮＦＩ ＝ ０ ９５８，ＣＦＩ ＝ ０ ９７３，ＩＦＩ ＝
０ ９７３，ＳＲＭＲ ＝ ０ ０３８７。其中，年龄对政策认同的路径系数为０ ００２ （Ｐ ＝
０ ０７０），性别对政策认同的路径系数为－ ０ ００２ （Ｐ ＝ ０ ９３０），感知负面舆情对
政策认同的路径系数为－ ０ ００５ （Ｐ ＝ ０ ６３１），公众满意度对政策认同的路径系
数为０ ００８ （Ｐ ＝ ０ ３４４）。上述几条路径的系数均没有通过０ ０５水平的显著性
检验。在删除了上述路径后，模型的适配度指标进一步提升（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４，
ＮＦＩ ＝ ０ ９７８，ＣＦＩ ＝ ０ ９８２，ＩＦＩ ＝ ０ ９８２，ＳＲＭＲ ＝ ０ ０１６９）。调整后的结构方程
模型检验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０１和０ 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图２可知，政府信任对政策认同的直接效应为０ ４３ （Ｐ ＜ ０ ００１），假设
Ｈ２得证；公众满意度通过政府信任对政策认同的间接效应为０ ０７ × ０ ４３ ＝
０ ０３ （Ｐ ＜ ０ ０１），假设Ｈ３得证；感知政府能力对政策认同的直接效应为０ ４３
（Ｐ ＜ ０ ００１），假设Ｈ４得证；感知政府能力通过公众满意度再通过政府信任对
政策认同的间接效应为０ ７８ × ０ ０７ × ０ ４３ ＝ ０ ０２ （Ｐ ＜ ０ ０１），假设Ｈ５得证；
感知政府能力通过政府信任对政策认同的间接效应为０ ８４ × ０ ４３ ＝ ０ ３６ （Ｐ ＜
０ ０１），假设Ｈ６得证；感知舆情处理对政策认同的直接效应为０ １０ （Ｐ ＜
０ ０１），假设Ｈ８得证；感知政府能力通过感知舆情处理对政策认同的间接效应
为０ ８６ × ０ １０ ＝ ０ ０９ （Ｐ ＜ ０ ０１），假设Ｈ１０得证。

根据以上结果可知，本文提出的Ｈ１至Ｈ１０共１０个研究假设中，仅有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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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设未能得到验证，分别为Ｈ１、Ｈ７和Ｈ９；有７个研究假设得到验证，分
别为Ｈ２、Ｈ３、Ｈ４、Ｈ５、Ｈ６、Ｈ８和Ｈ１０。上述７个假设得到验证的原因分析如
下：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感知政府能力的提升都会使公众相信疫情下政府
的做法是正确的，从而提高公众的政策认同感，且政府及时有效的舆情处理也
会使公众更加认同疫情防控政策。同时，感知政府能力的提升会对公众满意度
产生正向作用，因为公众满意度与服务质量有关，而服务质量的感知又来自于
服务能力。感知政府能力也会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产生助推作用，因为在平
时工作中，公众越能感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他们与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就越
多，也就越信任政府。在平时工作中，公众对政府表现出的能力感知越高，在
公共危机事件中，他们就会越认同政府的工作和各项决策，从而提升政策认
同感。

进一步地，为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自举检验法计算了各路径
系数的９５％置信区间，若最终的９５％置信区间不包括０，则说明该路径通过了
０ ０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Ｄ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表６展示了重复抽样５０００次后，各
因素对政策认同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及其９５％置信区间。最终结果
表明，公众满意度对政策认同的间接效应为０ ０３０ （Ｐ ＜ ０ ０１），政府信任对政
策认同的间接效应为０ ４２６ （Ｐ ＜ ０ ００１），感知政府能力对政策认同的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０ ４２９ （Ｐ ＜ ０ ００１）和０ ４６７ （Ｐ ＜ ０ ００１），感知舆情处
理对政策认同的直接效应为０ １０２ （Ｐ ＜ ０ ０１）。

表６　 各因素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系数 ９５％置信区间

１． 公众满意度
总效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８，０ ０５７］
直接效应 － －

间接效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８，０ ０５７］
２． 政府信任
总效应 ０ ４２６ ［０ ３３１，０ ５０７］
直接效应 ０ ４２６ ［０ ３３１，０ ５０７］
间接效应 － －

３． 感知政府能力
总效应 ０ ８９５ ［０ ８７２，０ ９１７］
直接效应 ０ ４２９ ［０ ３１８，０ ５４９］
间接效应 ０ ４６７ ［０ ３５６，０ 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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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９５％置信区间
４． 感知舆情处理

总效应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５，０ １７８］
直接效应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５，０ １７８］
间接效应 － －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０１和０ 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启示

以往关注政策认同的文献少有聚焦于危机情境的实证研究。在公共危机事
件中，政府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做出决策，公众接受政策宣传和宣讲的时间有
限，政策认同的提升途径受到限制。本文从这一现实问题出发，构建了公共危
机事件中公众政策认同的理论模型，并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和调整，不仅丰
富了政策认同和危机管理相关理论，也更符合实际情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结论和启示。

首先，公众满意度和政府信任均会正向影响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
根据实证分析，本文发现政府信任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
响，而公众满意度会通过政府信任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
公众满意度被认为是衡量政府工作产出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影响政府信
任的关键指标之一（芮国强、宋典，２０１５）。政府信任是公众满意度和政策认同
之间的桥梁，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就越容易产生政府信任感，从而
提高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政府信任反映出公众接受了“政府是可
靠的”这一假定（Ｖｉｇｏｄａ ＆ Ｍａｚｒａｈｉ，２０１４；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也体现了公
众与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心理契约（Ｖｉｇｏｄａ ＆ Ｍａｚｒａｈｉ，２０１４）。在危机
到来时，公众相信政府会按照这种契约去决策（Ｋａｈｎ，１９９０；石若坤，２００９）。
因而，政府信任对于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在日常工作中，政府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一方
面，要从公共服务入手，政府提供的服务和产品越能使公众满意，政府信任越
能得到加强（Ｅｒｂｅｒ ＆ Ｌａｕ，１９９０）。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政府服务的
水平，推进政务公开，建设高质量、高效率的行政系统是增强公众满意度的必
由之路，也是加强政府信任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Ｃｈａｎｌｅｙ等（２０００）的研究
发现，在公众信任的潜在前因变量中，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有效性和效率是
最重要的，其次是社会因素，例如犯罪水平和福利制度，最后是政治因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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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政治廉洁等。因此，政府可以从经济建设、法治建设、提升公众福利、反腐
倡廉等多方面入手，提升公众的信任水平，这样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
才更有可能认同政府制定的危机管理政策，从而促进政策的有效落实。

其次，感知政府能力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一方
面，感知政府能力会通过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感知舆情处理对公共危机事
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感知政府能力会直接促进公共危机
事件中的政策认同。感知政府能力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提升。在日常工作中，政府要注重提高工作效率和专业性，
同时要积极回应公众的需求和建议，广泛地采纳群众意见，增强公众的决策参
与感。这样不仅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更有利于在公共危机事件来临时，政府
更好地应对危机；此外，政府不仅要提升客观能力，而且要促进与公众之间的
交流，促进公众评价的主观效应，即让公众能够主观感知到政府能力的提升，
因为公众并不总是能掌握客观绩效的变化（边晓慧、杨开峰，２０１４）。因此，政
府应积极搭建多元畅通的渠道来促进公众的决策参与，可以利用“大数据”“互
联网＋”等新兴科技手段拓宽公众与政府交流的渠道。

最后，感知舆情处理也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本
文发现，虽然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感知负面舆情并不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
认同产生影响，但是公众对政府处理负面舆情的及时性和满意度感知却可以对
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在公共危机事件中，面对负面舆情，政府应积
极对其进行正向引导，并及时做出回应和处理。如在陕西省本轮疫情中，针对
“孕妇流产”事件，西安市政府及时开展调查，将真相公之于众，并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处罚，责令相关医院停业整顿，以上均为政府积极应对负面舆情的正确
做法。同时，政府应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及时遏止虚假信息的传播，保证
相关信息的真实性，防止公众因听信虚假信息而错误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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